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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M2.5变化的驱动因素是大气 PM2.5 研究的重要内容. 为了揭示 PM2.5污染的特点及其驱动影响因子，

以广州市为例，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自然因素(包括平均降水量、平均温度、平均气压、平均相对湿度、

平均风速、植被指数)与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交车辆数、电力消费量)对 2015 年广州市 ρ(PM2.5)变化的影响机制与差异. 结果表明：①基于因子探测分

析发现，对 ρ(PM2.5)变化影响最大的前三位驱动因素分别为植被指数(0.51)、公交车辆数(0.46)与电力消费

量(0.40). ②基于生态探测分析发现，植被指数与其他自然因素(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等)均

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所有社会经济因素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除植被指数外，公交车辆数与其他自然影响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对 ρ(PM2.5)空间分布影响均存在显著

差异. ③基于交互探测分析发现，所有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 ρ(PM2.5)变化的交互作用

均大于单一影响因素对 ρ(PM2.5)变化的独自作用，其中平均降水量与平均气压交互后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

最大. 研究显示，自然因素(尤其是植被指数、平均降水量)及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如交通出行、电力消费

等)交互效应对广州市 ρ(PM2.5)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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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iving factors of atmospheric PM2.5 concent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M2.5 study.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PM2.5 pollu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ity of Guangzhou as an case to detect 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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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that natural factors (including average precipitation, average temperature, average pressure, average relative humidity, 

average wind speed, NDVI)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population density, GDP,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per capita park 

greenspace area,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s,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 power) impose on PM2.5 concentration in 

2015 based on Geo-Detector method. The key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Factor detector results reveal that NDVI is the dominant 

contributor to PM2.5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followed by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s and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 power, with respective q value of 0.51,0.46,0.41. (2)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NDVI with other natural factors (average temperature, average precipitation, average air pressure, etc.), 

bu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NDVI with all social factors. Except for NDVI and the average wind speed. 

Besid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with other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3)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a 

combination of any natural factor with socio-economic factor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s far more powerful than 

that of any individual factor. Among all the factors, the impact of a combination of average precipitation with average pressur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natural factors (especially NDVI, average 

precipita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traffic travel an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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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

题. 作为大气主要污染物之一，PM2.5是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2.5 μm 的一种可吸入大气颗粒物，在可见光

范围内是无法被人类肉眼所见，并且其成分复杂，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可携带微小尘埃、空气中的有机物、

重金属甚至病毒等有毒有害物质[1-2]. 高浓度 PM2.5 的聚集极有可能形成雾霾天气，而雾霾天气下大气能见

度与 ρ(PM2.5)密切相关，严重影响环境大气质量[3-4]. 人类长期暴露在雾霾天气下也极易导致各种呼吸道疾

病及心血管疾病，严重损害居民身体健康. 研究[5-6]表明，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以及

总非意外死亡率的增加与短期暴露于高浓度 PM2.5 环境中密切相关. 一项关于公众对空气污染风险感知空

间分布的全国性调查发现，45%的被调查者对目前的空气质量不满意，其中，76%表示对空气污染非常关

注，86%表示非常担心暴露在污染空气中的有害后果[7].因此，正确理解 ρ(PM2.5)变化的驱动机制及其与各

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以提高公众对大气环境的满意度，对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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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PM2.5 研究和治理有重要现实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就对 PM2.5 展开了大规模研究. 为了有效监测随着工业化日益发

达易被忽略且对人体有害的 PM2.5，美国于 1997 年 7 月最先对 PM2.5 的标准进行规范并纳入国际标准[8]. 我

国对 PM2.5 研究起步较晚，2012 年在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里首次对 ρ(PM2.5)设定限值[9]. 

2013 年，我国许多地区多次出现严重雾霾天气，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 PM2.5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相关的成果，包括 PM2.5 的化学组分与来源解析[10-11]、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分析

[12-14]、空间格局与异质性[15-17]、模型估算与预测等[18-20]，其中，关于 PM2.5 的驱动因素分析是 PM2.5 研究的

重要内容. 

目前国内外研究 PM2.5 影响因素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灰色

关联分析等，这些方法除了对数据具有限定条件外，都只是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单一影响，难以揭示和

分析空间差异状况[21-28]. 王劲峰等[29]提出的地理探测器方法是探测地理现象空间分异性及揭示其背后驱动

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具有以下优势：①对解释变量或响应变量不需要预设任何假定或限定；②不仅

可以探测数值型数据也可以探测定性数据，对于顺序量、比值量或间隔量，只要进行适当的离散化，也可

以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其进行统计分析；③可以探测两因子交互作用对响应变量的影响.本文基于自然因素数

据和社会经济因素数据及 ρ(PM2.5)数据，以 2015 年广州市为例，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各影响因子与

ρ(PM2.5)的关系，以及 ρ(PM2.5)变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正确认识广州市大气污染和空气质量状况提供理论

分析基础，为制定城市 PM2.5 污染控制以及空气质量改善策略方案提供参考依据与科学指导.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讨论的自然因素数据包括平均降水量、平均温度、平均气压、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来源于

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此外还包括了植被指数以表征研究时段内地表植被覆盖度程度.社会经

济数据包括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交车辆数等.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正致力于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来代替一次性能源，寻找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方法，

考虑到广州市工业锅炉(取暖)用煤以及生活用煤量与北方地区相比相对较少，煤炭主要用途以发电居多，

而电力消费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间接反映煤炭的消费量状况，因此将电力消费量纳入社会经济因素指标.

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和植被指数数据是基于 1 km 空间分辨率的中国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植被指数

空间公里网格数据集，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其他社

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6 年广东省统计年鉴》[30]. ρ(PM2.5)数据来自于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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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公布共享的全球大气 ρ(PM2.5)数据(http://fizz.phys.dal.ca/~atmos/martin/?page_id=140).因收集到的

2015 年数据较为完整，所以本文基于 2015 年的所有数据集，利用 ArcGIS 软件进行空间插值以及格网化方

法得到基于 2 km×2 km 各影响因子和 ρ(PM2.5)格网栅格数据.图 1 显示 2015 年广州市各影响因子空间分布

情况. 

 

 图 1  2015 年广州市各影响因子分布情况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mpact factors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for the year of 2015 

2.2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 PM2.5 背后的驱动机制及各影响因子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程度，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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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基于地理空间的层(strata)上空间差异分析提出的，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因素对响应变量的影响，其原理

是每个影响因子被分成不同的层或子区域，如果各因子所在的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整个区域的方差，则

存在空间分层的异质性[29].其核心思想基于如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31]. 地理探测器是根据变量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利用空间分异性探测驱

动力影响的工具. 基于上述原理和思想编制的免费实用共享软件来源于 http://www.geodetector.org/网站[32]. 

因子探测是探测因变量 Y〔ρ(PM2.5)〕的空间分异性及不同因子 X 对因变量 Y 的解释力(Power of 

Determinant，PD)，也就是 Y 在各影响因子 X 的地理层上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子 X 对因变量 Y 的解释程

度，用 q 度量，计算公式： 

ݍ ൌ 1 െ
∑ ே೓	ఙమ
ಽ
೓సభ

ேఙమ
                      

式中：q 为衡量因子影响程度的指标；h=1，2，…L 表示整个研究区域被分成 L 层，N 和 ௛ܰ分别为总体和

h 层的样本数，ߪଶ和ߪ௛ଶ分别为整个研究区域和 h 层的方差，如图 2 所示，整个研究区域 Y 分为 h=1，2，3，

4 层，根据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异性，ܻ ൎY，因此“Y，ߪଶ”表示研究区域的方差，如“Yh=1，ߪ௛ୀଵ
ଶ ”表

示研究区域分层 h=1 的方差，最后根据上述公式计算 q 值. q 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 q=1 时,说明影响

因子能够完全解释 ρ(PM2.5)的空间分布，当 q=0 时，则说明影响因子与 ρ(PM2.5)变化无任何关系. q 越大，

影响因子对 PM2.5 的影响越强烈，反之影响越微弱.可用 F 检验判断 q 值是否显著，即比较每个地理层或子

区域中各影响因子的累积方差之和相对于整个研究区域的方差是否显著.  

 

图 2  地理探测器原理 

Fig.2 Principle of the geodetector 

生态探测是探测不同影响因子对因变量 Y 影响的显著性，也就是比较不同影响因子如(X1 和 X2)对因

变量 Y 属性的空间分布或分异规律是否有显著差异，也是用 F 检验来比较在一个地理层或子区域中一个影

响因素的方差与另一个影响因素的方差. 

交互探测是探测 2 个或 2 个以上影响因子共同作用对因变量 Y 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大于或小于单一影

响因子的独自作用，以及这些影响因子对因变量 Y〔ρ(PM2.5)〕的影响是否是独立的. 由图 3 可见，评估步

骤首先是计算因子 X1 和 X2 的 q 值；然后将 2 个因子所在的地理层或子区域叠加得到新的层，也就是因子

X1 和 X2 交互后的新的层(X1∩X2)；最后计算因子 X1 和 X2 交互作用的 q 值并与 X1 和 X2 的 q 值分别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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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交互类型. 因子 X1 和 X2 之间的 7 种交互关系情况如表 1 所示.  

 

图 3  交互探测 

Fig.3 Interactive detection 

表 1  交互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of interaction 

交互关系 交互类型 

PD (X1∩X2)<Min〔PD(X1), PD (X2)〕 非线性减弱 

Min〔PD(X1), PD (X2)〕<PD (X1∩X2)< Max〔PD(X1), PD (X2)〕 单线性减弱 

PD (X1∩X2)<PD (X1)+PD (X2) 减弱 

PD (X1∩X2)>PD (X1)+PD (X2) 非线性加强 

PD (X1∩X2)> Max〔PD(X1), PD (X2)〕 双线性加强 

PD (X1∩X2)> Min〔PD(X1), PD (X2)〕 加强 

PD (X1∩X2)=PD (X1)+PD (X2) 相互独立 

注：PD (X1)、PD (X2)分别为 X1、X2 各自的 q 值；PD (X1∩X2)为 X1 与 X2 交互后的 q 值；Min〔PD(X1), PD (X2)〕

为判断 X1 与 X2 的 q 值最小值；Max〔PD(X1), PD (X2)〕为判断 X1 和 X2 的 q 值最大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因子探测分析 

利用因子探测器来确定各影响因子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程度.由图 4 可见，所有影响因子的 q 值范围

为 0.03~0.51，其显著性差异大小依次为植被指数(0.51)>公交车辆数(0.46)>电力消费量(0.40)>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0.39)>平均降水量(0.39)>平均气压(0.37)>工业总产值(0.34)>人口密度(0.32)>平均温度(0.21)>国民生产

总值(0.19)>平均相对湿度(0.12)>平均风速(0.03).植被指数对 ρ(PM2.5)影响最大，说明自然植物的生长对空气

中污染物起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和吸收作用，可以使空气中 ρ(PM2.5)减少；其次是公交车辆数，公交车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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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尾气可能对 ρ(PM2.5)变化有较大影响，近年来快速城市化使得广州市公交车的数量不断增多，尤其在

早晚高峰期间，排放的废气最多，其中 CO、NO2 和 NO 还会进一步与 PM2.5 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第三

位是电力消费量，目前大部分城市以火力发电为主，主要是利用煤炭等化学燃料生产电能，据相关电力行

业数据统计，2015 年煤电在广东省电力来源的占比最大(约为 62%)，因此电力消费量的增加间接说明煤炭

消费量需求的增长，而煤炭的燃烧所产生的大量 SO2、NOx 等有害气体会加剧空气污染，导致 ρ(PM2.5)大

幅度升高.此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均降水量与工业总产值等对空气中 ρ(PM2.5)变化也有较大的影响. 

 

图 4  2015 年广州市 ρ(PM2.5)因子探测的 q统计量 

Fig.4 q statistic of factor detection on Guangzhou City’s ρ(PM2.5) in 2015 

3.2  生态探测分析  

利用生态探测器比较各种因子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 2 可见：平均风速

与植被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工业总产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交车辆数、电力消费量对 ρ(PM2.5)

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植被指数与其他自然因素(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等)对 ρ(PM2.5)

空间分布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而植被指数与所有社会经济因素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工业总产

值等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除植被指数外，公交车辆数与其他自然因素(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

平均相对湿度与平均风速)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电力

消费量与工业总产值)，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工业总产值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交车辆数、电力消费量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2015 年广州市 ρ(PM2.5)生态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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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n Guangzhou City’s ρ(PM2.5) in 2015 by Ecological detector 

因子 

平均

温度 

平均降

水量 

平均

气压

平均

相对

湿度

平均

风速

植被

指数

国内

生产

总值

人口

密度 

工业

总产

值 

人均 

公园 

绿地 

面积 

公交

车辆

数 

平均温度      

平均降水量 Y       

平均气压 Y N      

平均相对湿度 N N N      

平均风速 N N N N      

植被指数 Y Y Y Y Y     

国内生产总值 N N N Y Y N     

人口密度 Y N N Y Y N Y    

工业总产值 Y N N Y Y N Y N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Y N N Y Y N Y Y Y  

公交车辆数 Y Y Y Y Y N Y Y Y Y 

电力消费量 Y N N Y Y N Y Y Y N N

注:F 检验显著水平性为 0.05. Y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N 表示不存在显著差异. 

3.3  交互作用探测分析 

交互探测器探测各影响因子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国内生

产总值、人口密度、工业总产值、电力消费量等之间交互后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任

何两种因子对 ρ(PM2.5)变化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独一种因子对 ρ(PM2.5)变化的独自作用. 如平均降水量与

平均气压交互后作用于 ρ(PM2.5)变化的 q 值为 0.76，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最大，而平均降水量与所有

社会经济因子交互后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大于平均降水量对 ρ(PM2.5)变化影响的单独作用(0.39).

另外，相比其他因子，平均风速对 ρ(PM2.5)的贡献量最小，只与植被指数的交互类型为双线性加强，与其

他影响因子交互后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均为非线性协同.相比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公交车辆数、

电力消费量、人口密度、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与植被指数交互后，对 ρ(PM2.5)变化影响的 q 值均显

著增大，分别为 0.68、0.64、0.57、0.63、0.55. 其他影响因子如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植被指数、工

业总产值、电力消费量等因子之间交互后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均显著增强. 

表 3  2015 年广州市 ρ(PM2.5) 交互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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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s on Guangzhou City’s ρ(PM2.5) in 2015 by Interation detector 

因子 
平均

温度 

平均

降水

量 

平均

气压 

平均

相对

湿度 

平均

风速 

植被

指数 

国民

生产

总值 

人口

密度 

工业

总产

值 

人均

公园

绿地

面积 

公交

车辆

数 

电力

消费

量 

平均温度 0.21            

平均降水量 0.59 0.39           

平均气压 0.48 0.76 0.37          

平均相对湿度 0.41 0.54 0.60 0.12         

平均风速 0.28 0.47 0.60 0.19 0.03        

植被指数 0.59 0.61 0.70 0.55 0.53 0.51       

国民生产总值 0.42 0.43 0.48 0.29 0.24 0.55 0.19      

人口密度 0.48 0.53 0.52 0.40 0.38 0.57 0.34 0.32     

工业总产值 0.44 0.61 0.58 0.46 0.42 0.63 0.44 0.45 0.34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0.57 0.53 0.66 0.44 0.50 0.61 0.44 0.48 0.51 0.39   

公交车辆数 0.52 0.67 0.59 0.54 0.53 0.68 0.54 0.54 0.51 0.56 0.46  

电力消费量 0.50 0.58 0.61 0.48 0.50 0.64 0.47 0.49 0.46 0.49 0.50 0.40

4  讨论 

空气污染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气象条件、人为影响作用密切相关，科学可靠的探测方法是揭示

ρ(PM2.5)影响因素和机理的关键. 该研究采用全新的地理探测器方法研究分析了各主要驱动因素对 ρ(PM2.5)

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所有影响因子中，植被指数、公交车辆数及电力消费量是对广州市 ρ(PM2.5)变化

贡献作用最大的 3 个影响因素. 其中，植被指数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最显著；社会经济因素中，公交车

辆数、电力消费量、工业总产值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较为显著，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 如 CHEN 等[33]

探究 2013 年中国人口暴露于 PM2.5 与社会经济因子的关系，发现城镇化与工业总产值比重对 ρ(PM2.5)变化

的贡献率最大；周曙东等[34]对京津冀地区 2013—2014 年 ρ(PM2.5)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一个地区煤炭

消费量、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工业增加值、黄标车保有量对该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杨

昆等[2,8]在研究 2013 年和 2015 年中国 PM2.5 污染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时分别得出，ρ(PM2.5)与人均汽车保

有量的平方成正比，与森林覆盖率的平方成反比，人均汽车保有量对 ρ(PM2.5)贡献率最大及森林覆盖率和

人均私家车保有量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最明显，人均电力消费量对抑制 ρ(PM2.5)浓度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因此，在制定大气污染控制措施时，要进一步提高城市植被覆盖率，合理控制交通出行流量.有关研究[35]

也表明限制公共交通的流量，减少公共交通线路之间的重叠，同时更新车辆，可将一次空气污染减少 80%. 

另外，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发电，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对重污染行业实施清洁生产制度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大气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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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方面，该研究发现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贡献量最大，而平均风速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贡献量最小，但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最显著. 此外平均降水量与 ρ(PM2.5)变化呈

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平均气压、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及平均风速与 ρ(PM2.5)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区别. 如卢文[36]等研究了影响南京江北地区 2014—2016 年 ρ(PM2.5)分布

的气象因素发现，ρ(PM2.5)与温度、风速呈负相关，与湿度呈正相关关系；肖雪等[37]探索气象因子对 2016

年成都市 ρ(PM2.5)变化的影响时发现，成都市 ρ(PM2.5)与气温和风速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相对湿度的相关

性不明显.张云伟等[38]通过现场观测研究 2015 年西安市和平路街谷内的 ρ(PM2.5)日变化，发现 ρ(PM2.5)与温

度、湿度有良好的相关性，其中 ρ(PM2.5)与温度、风速表现为负相关性，而与大气湿度表现为正相关性，

静风天气条件下，温度变化是影响街谷内 ρ(PM2.5)扩散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上，气象因素如温度、湿度、降水量、相对湿度以及风速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存在时间与空间尺度效应

的差异，相关研究[22,39]也表明影响 ρ(PM2.5)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随时间和区域变化而变化的，而气象因子与 ρ 

(PM2.5)的关系存在空间和季节变化.广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因素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

而言，气象因素如降水、温度、气压、湿度与 ρ(PM2.5)变化的关系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此在研究大

气污染的气象因素时应该针对区域差异考虑时空尺度与地理区位，不能一概而论. 

相比传统因素分析方法，地理探测器方法不需要满足任何前提假设条件，同时也不会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也不需要进行规范化处理，对于数值型数据、定性数据以及顺序量、比值量或间隔量, 地理探测器

都可以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的另一个独特优势是探测影响因子与 ρ(PM2.5)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

既包括线性关系，也包括非线性关系[40].此外，地理探测器方法在探测 ρ(PM2.5)变化的驱动机制、影响方向

和强度以及空间分异方面更深入也更全面，既可探测单个影响因素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差异，又能探测

自然条件因素和人为活动因素交互作用效应是否显著影响 ρ(PM2.5)变化，并可与单一影响因子的单独作用

进行比较.近年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有时大大超过环境所能承载的极限，自然环境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研究城市环境变化的驱动影响因素时必须把人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特别是要注意人类

活动与自然生态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41-43].本文以 2015 年广州市为例，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 ρ(PM2.5)

变化的驱动影响差异，可为未来深入研究 ρ(PM2.5)影响因素提供科学参考，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具有决策

指导意义. 

5  结论 

a)因子探测分析表明：自然因素中，对 2015 年广州市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由大到小分别为植被指

数、平均气压、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与平均风速；社会经济因素中，分别为公交车辆数、电力消费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工业总产值、人口密度与国内生产总值. 其中，植被指数对 ρ(PM2.5)影响最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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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交车辆数，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大，第三位是电力消费量，对 ρ(PM2.5)变化也有比较重要的影

响. 

b)生态探测结果表明，植被指数与其他自然因素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平均相对湿度，

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而植被指数与所有社会经济因素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

作用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除植被指数外，公交车辆数与其他自然因素(如平均温度、平均降水量、平均气压、

平均相对湿度与平均风速)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电力

消费量与工业总产值)，对 ρ(PM2.5)空间分布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 

c)交互探测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任何两种影响

因子对 ρ(PM2.5)变化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一影响因子对 ρ(PM2.5)的独自作用，其中平均降水量与平均气压交

互后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平均降水量与所有社会经济因素交互后对 ρ(PM2.5)变化的影响作用显

著增强，其他影响因子如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植被指数、工业总产值、电力消费量等因子对 ρ(PM2.5)

变化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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